
 
DOI: 10.16538/j.cnki.fem.20210818.102

服务机器人拟人化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张    仪,  王永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 机器人拟人化在提高消费者信任感和亲密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引进了拟人化服务机器人。本文探讨了服务机器

人外观拟人化与消费者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并剖析了外观拟人化程度对于不同社会阶层消

费者的差异性影响。本文通过3个实验，首次提出了服务机器人外形拟人化程度对于消费者使

用意愿的倒U形影响以及感知智能在其中的驱动作用，验证了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感

知智能和使用意愿的影响。具体而言，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机器

人的感知智能水平较高，其使用意愿也较高；而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的

服务机器人的感知智能水平较高，其使用意愿也较高。本研究为企业在提供智能服务的过程中

如何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心理感知、减少服务机器人应用的负面效应和扩大服务机器人应用

的正面效应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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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机器人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在餐饮、住宿、医疗、物流等行业中日益普及，在智慧管

理、智慧服务和智慧营销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张鞠成等，2020）。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之后，机器人更是在“无接触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

统的服务交互模式并提高了效率，但是也可能会造成服务主导逻辑下互动体验价值的共毁

（Čaić等，2018）。例如，日本海茵娜酒店就曾在2019年不得不放弃一多半的服务机器人而重新

聘用人类员工，以便为消费者提供卓越的服务体验。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机器人影

响消费者态度的内在机制并不明确，导致各服务企业在应用机器人时无法更好地做到趋利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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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进而对消费者的服务体验产生了不利影响。

实际上，在机器人从“机器”向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转变的过程中，拟人化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拟人化的外观可以提升消费者对机器人的信任感（Leite等，2013），并
保护机器人免受破坏和侮辱（Rehm和Krogsager，2013）。然而，当人们与一个非常类似人的机

器人接触时，他们对机器人的反应会突然从熟悉转变为反感，这就是所谓的“恐怖谷效应”
（Mori，1970；林子筠等，2021）。近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恐怖谷效应产

生的原因（如MacDorman和Ishiguro，2006；Hanson等，2005；Ramey，2006；Gray和Wegner，
2012），并探索其后果（Kim等，2019；Mende等，2019）。也有研究表明，拟人化虚拟助手会减少

玩家的感知自主性，进而降低游戏的享受程度（Kim等，2016）。此外，在与机器人进行互动时，

个体对机器人的感知智能水平也与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特征有关（Bartneck等，2009；Haring等，

2016）。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拟人化虽然提升了消费者对机器人的热情感知，但对于能力的感知

却不会产生显著影响（Gray和Wegner，2012；Kim等，2019）。可见，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到底

会对消费者使用意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其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机

制也尚不明确，其存在的边界条件也亟需深入探讨和检验（张雁冰等，2019）。
为此，本文通过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了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对消费者使用意愿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从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视角剖析了相应的边界条件。本文通过3个实验

发现：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呈倒U形变化；消费者所处的社会

阶层不仅直接调节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而且还可以通过感知智

能这一中介实现调节作用，即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机器人的感

知智能水平较高，使用意愿也较高；而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机器

人的感知智能水平较高，使用意愿也较高。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服务机器人拟人化和恐怖谷

理论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企业深入了解消费者对服务机器人应用的心理感知规律，使其在服

务机器人的应用实践中更有效地趋利避害，从而提高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和最大化服务机器人

应用的积极效果。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拟人化与恐怖谷效应

拟人化指的是“在非人类实体中感知到类似人的特征”（Epley，2018）。一般而言，人们产生

拟人化倾向的动机通常有三个：（1）社会动机：当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无法满足自身的社交需求

时，往往会通过将非人实体进行拟人化来弥补这一缺失；（2）效能动机：当人们需要理解或控制

外部环境并与之互动时，也可能会将其拟人化；（3）诱发主体知识：人们往往具备更多关于自身

的知识，因此，在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非人实体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其拟人化之后再采用自己

熟悉的知识进行解释（Epley等，2007）。作为最直观的体现形式，外观的拟人化是最早得到关注

的（Dennett，1996）。有研究表明，具有人类面部特征和整体外观的物体往往更容易激发个体的

拟人化感知（汪涛和谢志鹏，2014），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喻丰和许丽颖，2020）。而且，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研究验证了外观拟人化的积极影响。例如，Leite等（2013）提出拟人化外观

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机器人的信任感，促进消费者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与机器人建立长期关系

（Damiano和Dumouchel，2018），并对机器人给出了较多的赞扬和较少的批评，减少了对机器人

的破坏和侮辱行为（Bartneck等，2006；Rehm和Krogsager，2013）。
依直觉判断，似乎机器人的外观越像人越好。但是Mori在1970年提出了恐怖谷理论，认为

随着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人们对它的熟悉度会增加，但在达到某一水平时人们却会产生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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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感。后来，Gray和Wegner（2012）发现，拟人化外观往往可以使人们认为机器人具备了体验

和表达情感的能力，进而导致了恐怖谷效应的产生。类似地，其他领域的学者也从期望违背

（Mori，1970）、病原体回避（Macdorman和Ishiguro，2006）、进化美学（Hanson等，2005）、不确定

性分类（Ramey，2006）等多个方面解释了恐怖谷效应产生的原因。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探索恐

怖谷效应对消费者的影响。例如，Mende等（2019）发现，人们在与拟人化机器人交互时会产生

身份威胁感，并引发补偿性行为，如购买显示身份的商品、寻求社会关系、消费更多食物，而当

消费者社会归属感提高、消费目标为健康食品或机器人机械化程度提高时，补偿消费行为会减

少。然而，对于恐怖谷效应后果和边界条件的研究总体上还比较缺乏（Kim等，2019）。为了对恐

怖谷效应进行更全面的检验，Mathur和Reichling（2016）探究了人们对80个现实世界中的机器

人外观所做出的反应（这些机器人从高度机械到高度拟人各不相同）。他们发现，人们更喜欢不

太机械的、更像人类的外观；然而，当机器人的外观非常接近人类时，人们就不再喜欢该机器人

了。这就再次验证了恐怖谷效应的存在。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逐

渐升高时，消费者使用意愿首先会逐渐提高，但当机器人外观过于拟人化时，消费者的使用意

愿反而会下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呈倒U形关系。

（二）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社会阶层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层次的群体，他们对物质资源(如
收入、教育和工作地位)的获取和对自身相对社会地位的感知存在明显的差异(Kraus等，2012；
郭永玉等，2015)。资源稀缺的人处于社会阶层的底层，而资源丰富的人处于社会阶层的顶层

(Eom等，2018)。这种差异会对不同阶层群体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产生广泛的影响（Piff等，

2010；Ng和Diener，2014；周懿瑾等，2020）
根据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低社会阶层的个体拥有的受教育机会较少，收入水

平和工作地位较低，并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胡小勇等，2014），甚至会受到其他人的粗鲁对待

（Reczek等，2014）。由于长期受到社会资源和地位的限制，低社会阶层个体的认知往往是情境

主义的，其心理和行为容易受到外界的情境因素的影响(Kraus等，2012)，具有较低的控制感和

较高的威胁敏感性（Côté等，2010；Johnson等，2011；Kraus和Keltner，2009）。相反，高社会阶层

的个体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的约束条件较少，在与人相处时往往会受到

更多尊重和奖励。因此，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往往具有唯我主义的社会认知倾向，其行为主要受

个人因素影响，具备较高的控制感和较低的威胁敏感性（Gallo等，2005；Kraus等，2011）。在与

拟人化实体相处时，不同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往往会根据现实中与他人相处的模式进行评估

（Chandler和Schwarz，2010）。因此，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可能更愿意使用外形高度拟人化的服

务机器人。

此外，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会优先考虑他们自身的需求，追求个性化和独特性，在社会等

级中享有特权(Aydin等，2019；Bellezza和Berger，2020；Marr和Thau，2014)。企业是以盈利为目

的的经济组织，不同消费群体对企业的重要性也不同。因此，企业往往会为消费能力较高的消

费者提供更多“优惠待遇”（Mende等，2015）。拟人化相关研究发现，经济地位较高的消费者往

往会将拟人化实体作为企业为自己提供的额外服务，它们能够执行自己的命令，是有用的“仆
人”；而经济地位较低的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机器人不是为自己准备的（Mende等，2015；
Kim和McGill，2018），所以保持严谨的态度。因此，经济地位较高的消费者更喜欢拟人化机器

人（Kim和McGill，2018）。类似地，相比于处于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也会

认为高度拟人化的服务机器人是企业给自己提供的优惠待遇，对其使用意愿较高；而低社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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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消费者会认为高度拟人化的机器人并不是为自己服务的，甚至还会对自身造成威胁，使用

意愿较低。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会阶层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低

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低的服务机器人使用意愿更高；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

外观拟人化程度高的服务机器人使用意愿更高。

（三）感知智能的中介作用

作为一个功能维度，能力往往与能干的、有胜任力的、有技能的这些品质联系在一起，常常

用来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智力和技能的熟练程度（Fiske等，2007；Yzerbyt等，2008）。机器人的能

力非常重要（Kim等，2019），是感知智能的决定因素（Bartneck等，2009）。根据定义，机器人是经

过设计和编程的机器，他们以某种方式运行，以实现工具性和实用性的目标（Yogeeswaran等，

2016）。因此，有学者认为外观拟人化程度并不会影响个体对机器人智能水平的感知（Gray和
Wegner，2012）。Kim等（2019）也认为，只有热情中介了机器人拟人化和消费者喜爱程度之间的

关系，能力在其中的影响并不显著。然而，Haring等（2016）发现，与非拟人化的机器人相比，消

费者往往认为具有拟人化特征的机器人感知智能水平较高。虽然这种感知智能水平在与机器

人互动后会有所降低，但仍高于非拟人化的机器人。此外，Kumar等（2016）在研究酒店服务机

器人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时发现，感知智能水平会对消费者的使用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人们对智能水平较高的机器人的感知安全性较低（Bartneck等，2009）。无
独有偶，Tussyadiah等（2018）也发现，感知智能过高的拟人化机器人会给人们带来威胁感。由

此可见，拟人化外观是否会影响个体对机器人的感知智能以及感知智能是否会对个体产生影

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需要对其产生作用的边界条件进行深入探讨。

一般而言，热情和能力是社会感知的两个基本内容维度（Fiske等，2007）。目前，已有大量

文献证明了拟人化对热情感知的提升作用（Gray和Wegner，2012；Zhou等，2019；Kim等，

2019）。基于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当个体从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对他人进行评估

时，低社会阶层的热情优先效应更强（韦庆旺等，2018）。此外，对于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而言，

由于害怕机器人对自身造成威胁，他们往往不愿意将智能赋予机器人（Mende等，2015）。所以

当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较高时，他们对机器人热情维度的感知较高，对能力维度的感知相

对较低。然而，感知热情是恐怖谷效应产生的原因（Gray和Wegner，2012），因此，低社会阶层的

消费者对高度拟人化的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较低。而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更加注重能力，他

们对高度拟人化的机器人具有更高的期望，希望机器人成为有用的仆人，有能力执行自己的命

令，为自己提供优质的服务(Kim和McGill，2018)。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知智能这一

中介实现的：随着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提升，低社会阶层消费者的感知智能水平逐渐

下降，而高社会阶层消费者的感知智能水平逐渐上升，进而影响其使用意愿。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使用意愿

感知智能

外观拟人化程度
（高vs.中vs.低）

社会阶层

H
1

H
2H

3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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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设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实验法收集数据，进而验证各个假设。实验法在拟人化和“恐怖谷”效应的相关研

究中十分常见。采用这一方法不仅能够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还能通过实验操纵进一步验

证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本文共采用3个实验来验证所提出的各个假设。其中，实验一重点探讨服务机器人的外观

拟人化程度（高vs.中vs.低）对被试的使用意愿的影响，从而验证假设1；实验二和实验三重点考

察社会阶层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的边界条

件，并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验证假设2和假设3。
（一）实验一

1.实验设计

（1）前测

为证明拟人化操纵有效，本研究在正式实验之前招募了50名在校生，对3个不同的服务机

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进行评分。如图2所示，被试会看到三张服务机器人的图片，然后分别对图

片中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进行评分（7点量表）。结果显示，3个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评分从高

到低分别为MH=5.84、MM=3.50、ML=2.90，p<0.001，表明被试能够识别具有不同外观拟人化程度

的服务机器人，拟人化操纵有效。
 
 

外观低度拟人化机器人 外观中度拟人化机器人 外观高度拟人化机器人

图 2    实验一设计的机器人服务场景
 

（2）正式实验

实验一采用单因子（外观拟人化程度：高vs.中vs.低）被试组间实验设计，通过图片情境模

拟法呈现不同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服务机器人。这样做的原因是：已有研究表明图片模拟比简单

的文字模拟能让被试更快进入某一情境，因而在营销研究中经常使用（曹忠鹏等，2020）。
在实验一中，3个不同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服务机器人形象均来自之前的拟人化研究

（Mende等，2019），并采用了学生样本。而且，实验情境确定为学生较为熟悉的商场购物情境，

以便学生快速浸入该情境之中。首先，被试将看到一张服务机器人的图片。如图2所示，3组被试

看到的图片除了机器人外观不同以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被试在看到图片之后，设想自己去

商场购物时提供服务的是图片中的机器人。机器人会对被试说：“您好，欢迎来到××商场，我能

为您做些什么吗？”之后，她会带领被试购物，并根据顾客需求向其推荐适合的商品。

2.实验程序

2020年12月，北京某高校180名大学生参加了实验一。学生被随机分配到3个实验情境中，

每人都会收到一份问卷手册。该手册首先是与试验无关的问项，然后请被试看到图片和情景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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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后，将自己设想的服务场景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下来，并基于自己的设想回答外观拟人化程度

的测量问项和使用意愿的测量问项，最后进行人口统计特征的调查。实验一共收到180份问卷，

其中有20份问卷因未描述设想场景或漏答题目被删除，最后收回有效问卷160份（88.89％），其

中男生71人，占44.4％，女生89人，占55.6％。

3.测量

实验一的问卷包括对自变量外观拟人化程度、因变量使用意愿的测量。其中，外观拟人化

程度采用Mathur和Reichling（2016）的量表，请被试评价该服务机器人的外观在多大程度上是

机械的和在多大程度上像一个人，由1~7打分，数字越大，程度越高；使用意愿采用Agarwal和
Karahanna等（2000）的3个问项，分别为“我计划以后使用该服务机器人”“我打算以后使用该服

务机器人”“我估计以后会使用该服务机器人”。使用意愿采用7点Likert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

意，“7”表示非常同意。

4.结果与讨论

首先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检验被试

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感知

（MH=5.22、SD=1.56，MM=3.06、SD=1.07，
ML=2.87、SD=1.27，F（2 157）=65.005，
p<0.001），结果表明拟人化操纵有效。性别

（p=0.64）、年龄（p=0.47）、受教育程度

（p=0.22）均对使用意愿无显著影响，因此

未将其纳入后续统计分析中。然后，将标准

化后的使用意愿、拟人化程度及拟人化程

度的平方加入使用意愿的回归方程，平方

项系数为−0.08，显著为负（p<0.05），说明

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与使用意愿呈倒U形关系，支持假设1。具体而言，服务机器人外

观拟人化程度与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当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提升时，消

费者的使用意愿首先会上升；在拟人化水平达到2.87之后，如果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继

续提升，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反而会逐渐下降，这与恐怖谷理论的结论一致。
实验一验证了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之间的倒U形关系，假设

1得以证实。但实验一并没有探讨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实
验二将研究上述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

（二）实验二

1.实验设计

（1）前测1
为证明社会阶层操纵的有效性，本研究招募了48名在校生对麦克阿瑟10级阶梯的操纵方

法进行检验。首先向被试说明图4所示的梯子代表人们所处的教育、收入和工作地位。梯子顶端
代表地位最高的群体，底端代表地位最低的群体。然后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设想自己处
于梯子的最顶端或最底端，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下来。最后，被试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教育、收入
和工作地位进行评分（10分量表）。结果显示，两种社会阶层的评分从高到低分别为MH=6.02、
ML=2.09，p<0.001，证明被试能够设想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操纵有效。

（2）前测2
与实验一的前测相似，本研究招募了52名在校生对3个不同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外观进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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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

使用意愿的倒U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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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如图5所示。结果显示，3个服务机器

人 的 拟 人 化 评 分 从 高 到 低 分 别 为

MH=6.02、MM=2.52、ML=2.09，p<0.001，证明

被试能够识别不同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服务

机器人，拟人化操纵有效。

（3）正式实验

实验二采用3（外观拟人化高vs .中
vs.低）×2（社会阶层高vs.低）被试组间实

验。实验方法与实验一相似，但是不再使用

学生样本，且实验素材中3个不同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机器人形象转变为使用现实生活中的机器

人，实验场景转变为酒店服务情境。

首先，要求被试看到图4所示的图片后，设想自己处于麦克阿瑟阶梯的最顶端或最底端，并

在描述自己设想的情况后对自身所处的教育、收入和工作地位进行评分。然后被试将看到一张

服务机器人的图片，如图5所示，设想自己去该酒店消费时，提供服务是图片中的机器人。机器

人会对被试说：“您好，欢迎来到××酒店，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之后，她会帮助被试办理入住、

退房等手续，并根据其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2.实验程序

实验二采用线上形式展开，通过问卷星软件设计实验和收集数据。2021年3月，360名被试

被随机分配到3（外观拟人化高vs.中vs.低）×2（社会阶层高vs.低）六个实验情境中，并收到一份

电子问卷。问卷首先是与实验无关的问项，然后对被试的社会阶层进行操纵；接着，请被试设想

图片中的服务情境，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下来。接下来请被试基于自己的设想，回答外观拟人

化程度的测量问项和使用意愿的测量问项。最后进行感知智能的问项测量和人口统计特征的

调查。实验二最终收到有效问卷355份。

3.测量

在实验二中，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使用意愿的测量方式与实验一相同，并增加了

对社会阶层和感知智能的测量。社会阶层问项采用Adler等（2000）的麦克阿瑟10级阶梯量表，

包括对教育、收入和工作地位3个维度的测量。感知智能问项采用Warner和Sugarman（1996）开
发的量表，包括“我认为这个服务机器人是有能力的”“我认为这个服务机器人是有知识的”“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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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二社会等级操纵图

外观低度拟人化机器人 外观中度拟人化机器人 外观高度拟人化机器人 
图 5    实验二设计的机器人服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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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个服务机器人是负责任的”等5个问项。感知智能采用7点Likert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

意，“7”表示非常同意。

4.结果与讨论

作为操纵检验，首先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被试对服务机器人外观的拟人化程度的感

知（MH=4.31、SD=1.40，MM=3.16、SD=0.93，ML=2.68、SD=0.89，F（2 352）=69.84，p<0.001），表明

拟人化操纵有效；社会阶层的操纵检验同样证明有效（MH=7.23、SD=2.20，ML=4.80、SD=2.44，
F（1 353）=96.67，p<0.001）。性别（p=0.12）、年龄（p=0.14）均对使用意愿无显著影响，所以未将

其纳入后续统计分析中。将标准化后的使用意愿、拟人化程度及拟人化程度的平方加入使用意

愿的回归方程，平方项系数为−0.11，显著为负（p<0.001），说明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

与使用意愿呈倒U形关系（支持假设1）。根据恐怖谷理论，当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提

升时，消费者的使用意愿首先会提升，在拟人化水平达到4.80之后，如果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

化程度继续提升，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反而会逐渐下降，同样验证了假设1。
基于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往往控制感较低、威胁敏感性

较高，在评价他人时比较注重与热情相关的特质；相反，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控制感较高、威胁

敏感性较低，更注重与能力相关的特质，常常在社会等级中享有特权。因此本文认为，低社会阶

层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将高度拟人化的服务机器人视为对自身的威胁，因此使用意愿较低、感知

智能水平也较低；而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更愿意将高度拟人化的服务机器人视为企业对自己

的优待，更倾向于认为这些服务机器人是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仆人，因此使用意愿和感知智能

水平都较高。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本研究发现社会阶层调节了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对

使用意愿的影响（p<0.05）。由图6可知，对于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机器人，低社会阶层的

使用意愿更高；对于中等拟人化的服务机器人，两种社会阶层的消费者使用意愿没有明显差

别；对于拟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机器人，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使用意愿更高（支持假设2）。同
样，社会阶层也调节了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对消费者感知智能的影响（p<0.01）。在不考

虑社会阶层时，不同拟人化程度的感知智能水平差异并不显著。然而，如图7所示，低社会阶层

的消费者的感知智能水平随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提升而降低；而高社会阶层的消费

者的感知智能水平随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提升而升高（支持假设3）。

利用Process软件（模型8）对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进行检验。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为

自变量，使用意愿为因变量，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感知智能为中介变量，消费者收入、受教育

水平和实际社会阶层为控制变量。由表1可知，当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时，其对感知

智能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277，p=0.204>0.05），外观拟人化程度和社会阶层的乘积项对感

4.0

4.5

5.0

低度拟人化 中度拟人化 高度拟人化

使
用
意
愿

外观拟人化程度

低社会阶层 高社会阶层 
图 6    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

使用意愿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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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拟人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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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

感知智能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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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智能的预测作用也不显著（β=−0.467，p=0.112>0.05）；而当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时，其对感知

智能的预测作用显著（β=−0.786，p<0.01）；外观拟人化程度和社会阶层的乘积项对感知智能的

预测作用也显著（β=1.297，p<0.01）。被试实际收入（β=0.027，p=0.57）、受教育程度（β=−0.028，
p=0.60）、社会阶层（β=−0.027，p=0.70）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分析结果是受实验操控的社会阶层

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了实验操控的有效性。将感知智能纳入模型后，当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

程度较低时，其对使用意愿的主效应显著（β=0.773，p<0.01）；但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时，其对

使用意愿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279，p=0.25>0.05）；感知智能对使用意愿的预测作用显著

（β=0.670，p<0.01），同时，外观拟人化程度和社会阶层交互项对使用意愿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β1=−0.232，p1=0.51，β2=−0.320，p2=0.36）。这验证了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表 1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

感知智能 使用意愿
β t β t

X1（拟人化中vs.低） −0.277 −1.274 0.773 2.993***

X2（拟人化中vs.高） −0.786 −3.931*** 0.279 1.151
感知智能 0.670 10.503***

社会阶层 −0.571 −2.674*** 0.150 0.586
X1（拟人化中vs.低）×社会阶

层 0.467 1.592 −0.232 −0.665

X2（拟人化中vs.高）×社会阶
层 1.297 4.575*** −0.320 −0.926

实际收入 0.027 0.573 0.052 0.947
实际受教育程度 −0.028 −0.522 0.069 1.078
实际社会阶层 −0.027 −0.379 −0.037 0.085

R2 0.120 0.300
F 4.677*** 13.33***

　　注：外观拟人化操纵的三个水平构建成为X1、X2两个虚拟变量；*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
p<0.01。下同。
 
 

由表2可知，当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时，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和使用

意愿的直接效应均有显著影响（β1=0.773，β2=0.541，CI均不包括0）；而当拟人化程度较高时，其

直接效应不显著（β3=0.279，β4=−0.041，CI均包括0）。相反，当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较

低时，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和使用意愿的间接效应均无显著影响（β1=−0.186，β2=0.127，
CI均包括0）；而当拟人化程度较高时，其间接效应显著（β3=−0.527，β4=−0.342，CI均不包括0）。
因此，社会阶层不仅调节了外观拟人化程度对使用意愿的主效应，也调节了拟人化程度对感知

智能这一中介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使用意愿（支持假设2和假设3）。
 

表 2    在不同社会阶层下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社会阶层 效应值 标准误 t
Bootstrap 95%CI
上限 下限

直接效应
X1 (拟人化中vs.低）

低 0.773 0.258 2.993*** 0.265 1.281
高 0.541 0.244 2.215*** 0.061 1.022

X2（拟人化中vs.高）
低 0.279 0.242 1.151 −0.197 0.754
高 −0.041 0.237 −0.174 −0.508 0.426

间接效应
X1（拟人化中vs.低）

低 −0.186 0.122 −0.440 0.040
高 0.127 0.131 −0.127 0.384

X2（拟人化中vs.高）
低 −0.527 0.129 −0.794 −0.286
高 0.342 0.148 0.065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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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的结果不仅验证了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之间的倒U形关

系，而且通过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了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并发现这一调节作用可以通过感知智能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因而假设2和假设3得以验证。

（三）实验三

为验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提高其外部效度，排除服务机器人性别、审美感知和新奇感知

的可能性解释，实验三在餐厅服务情境下展开，并采用不同性别的服务机器人证实。

1.实验设计

实验三同样采用3（外观拟人化高vs.中vs.低）×2（社会阶层高vs.低）被试组间实验。实验方

法与实验二相似，但是，实验三使用了不同性别的服务机器人图片，实验场景转变为餐厅服务

情境。

首先，实验三采用与实验二相同的方法操控被试的社会阶层。然后，被试将看到一张服务

机器人的图片，如图8所示，设想自己去该餐厅消费时，提供服务是图片中的机器人。机器人会

对被试说：“您好，欢迎来到xx餐厅，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之后，他会为被试提供点餐、送餐等

服务。
 
 

外观低度拟人化机器人 外观中度拟人化机器人 外观高度拟人化机器人

图 8    实验三设计的机器人服务场景
 

接下来，请被试基于自己的想象 ，回答使用意愿和感知智能的测量问项，最后回答外观拟

人化程度的测量问项和审美感知、新奇感知、人口统计特征等控制变量问项。

2.结果与讨论

作为操纵检验，首先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被试对服务机器人外观的拟人化程度的感

知（MH=5.02、SD=1.20，MM=4.48、SD=1.35，ML=3.62、SD=1.41，F（2 297）=28.24，p<0.001），结果

表明拟人化操纵有效；社会阶层的操纵检验同样证明有效（MH=6.82、SD=2.17，ML=4.39、
SD=2.49，F（1 298）=96.81.12，p<0.001）。服务机器人外形拟人化程度对使用意愿影响的单因素

方差分析显示：MH=5.58、SD=0.99，MM=5.86、SD=0.91，ML=5.05、SD=1.65，F（2 297）=11.286，
p<0.001，说明当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提高时，消费者的使用意愿首先会提升，但是过

于拟人化之后，消费者的使用意愿会降低。这表明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与使用意愿呈

倒U形关系，验证了假设1。
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和消费者社会阶层对感知智能和使用意愿影响的双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随着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水平的提升，社会阶层较低的被试的感知智

能逐渐降低，使用意愿首先提升，然后大幅降低；而对于社会阶层较高的被试来说，随着感知智

能的逐渐提升，其使用意愿也逐渐提升，但外观高度拟人化与中度拟人化情境下的使用意愿无

显著差别。主体间效应检验发现，外观拟人化程度和社会阶层的交互项作用显著（p<0.001），社
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支持假设2。此外，双因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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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析还初步验证了社会阶层对拟人化程度和感知智能之间关系的影响。
 

表 3    在不同拟人化程度和社会阶层下的感知智能和使用意愿

社会阶层 拟人化程度 感知智能 使用意愿
平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值 标准偏差

低

低 5.69 0.80 5.59 1.24
中 5.60 0.76 5.83 0.99
高 5.55 0.72 4.17 1.89

总计 5.61 0.76 5.19 1.60

高

低 5.52 0.74 5.57 0.67
中 5.75 0.98 5.89 0.84
高 5.89 0.67 5.92 0.57

总计 5.72 0.82 5.80 0.72

总计

低 5.61 0.77 5.58 0.99
中 5.67 0.88 5.86 0.91
高 5.72 0.71 5.05 1.65

总计 5.67 0.79 5.50 1.27
 
 

利用Process软件（模型8）对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进行检验。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为

自变量，使用意愿为因变量，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感知智能为中介变量，消费者审美感知、新

奇感知、性别、年龄、实际收入、受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当服务机器人的

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时，外观拟人化程度和社会阶层的交互项作用显著（β=1.036，p<0.001），
且感知智能的中介作用显著（β=0.277，p<0.01），消费者审美感知（p=0.559）、新奇感知

（p=0.187）、性别（p=0.907）、年龄（p=0.224）、实际收入（p=0.105）、受教育水平（p=0.595）和社会

阶层（p=0.776）的影响均不显著。排除了其他解释（例如消费者审美感知、新奇感知）的可能性。

由表4可知，当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较低时，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使用意愿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而当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时，其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

（β1=−1.302，β2=0.090，CI均不包括0）。这验证了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

关系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知智能这一中介实现的，支持假设3。
 

表 4    在不同社会阶层下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社会阶层 效应值 标准误 t
Bootstrap 95%CI
上限 下限

直接效应
X1 (拟人化中vs.低）

低 0.301 0.215 1.398 −0.123 0.725
高 0.199 0.218 0.912 −0.230 0.628

X2（拟人化中vs.高）
低 −1.323 0.230 −5.748*** −1.776 −0.870
高 0.319 0.226 1.410 −0.126 0.764

间接效应
X1（拟人化中vs.低）

低 −0.015 0.043 −0.105 0.074
高 −0.030 0.046 −0.048 0.136

X2（拟人化中vs.高）
低 −0.010 0.041 −0.101 0.065
高 0.090 0.049 0.012 0.203

 
 

实验二和实验三说明，不论服务机器人的性别如何，服务机器人的外观拟人化程度都会对

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呈倒U形影响；社会阶层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关系具有

调节作用，且这一调节作用是通过感知智能这一中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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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三个实验，阐明了两个研究问题：第一，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对消费者使

用意愿的影响：随着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提高，消费者使用意愿会先提升，然后开始

下降，即二者存在倒U形影响关系。第二，通过建立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探索了社会阶层怎样构

成上述影响的边界条件。首先，社会阶层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关

系具有调节作用：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更高，

而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更高；其次，社会阶层

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费者使用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还通过感知智能的中介作用

来实现。随着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提高，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的感知智能水平逐渐降

低，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的感知智能水平逐渐升高，进而影响其使用意愿。

（二）理论启示

首先，本文研究了机器人拟人化对于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丰富了机器人拟人化的相关

研究。以往的机器人拟人化研究虽然验证了恐怖谷效应的存在（Mathur和Reichling，2016），并
探讨了外形拟人化程度对其情绪和喜爱程度的倒U形影响（Kim和McGill，2018；Kim等，

2019），但没有关注对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影响。本文首次探讨了服务机器人外形拟人化程度对

于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拟人化相关研究，也为以后研究该领域内其他消费者行

为意愿和行为结果奠定了基础。

其次，本文验证了感知智能的中介作用，调和了已有研究的矛盾。以往研究多认为拟人化

通过提高个体的热情感知来影响相应的态度或行为，而对能力感知没有显著影响（Gray和
Wegner，2012；Zhou等，2019；Kim等，2019）。虽然少数文献提出机器人拟人化会提升消费者的

感知智能（Bartneck等，2009；Haring等，2016），却没有深入研究感知智能在机器人拟人化对消

费者行为意愿影响中的驱动作用。本文研究了感知智能在机器人外观拟人化对消费者使用意

愿的影响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在什么样的边界条件下具有中介作用的问题，调和了已有研究

的矛盾，并为感知智能作为影响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动力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解释框架。

最后，本文从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视角出发，填补了恐怖谷效应边界条件的部分空白。以往

研究多注重于恐怖谷效应产生的原因（Mori，1970；MacDorman和Ishiguro，2006；Gray和
Wegner，2012等）和后果（Kim等，2019）。虽然有学者从归属感、食品类型和机器人拟人化程度

三个方面研究了减少消费者补偿消费行为的边界条件（Mende等，2019），但未有研究在更广泛

的服务情境中关注减少恐怖谷效应消极影响的边界机制。本文将消费者个人因素引入研究框

架，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出发，探讨了消费者社会阶层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消

费者使用意愿之间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减少恐怖谷负面效应的措施。此外，本研究首次使用不

同性别的服务机器人素材开展实验，排除了服务机器人性别、消费者审美和新奇感的混淆作

用，丰富了恐怖谷理论的相关研究。

（三）管理启示

本文对于服务机器人在营销中的实践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首先，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引入机器人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然而，若使用不当也会给企业带来损失。本

研究探讨了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本文发现，服务机器人外形拟人化程度对消费者的使用意愿之间存在倒U形影响关系。无论服

务机器人的性别如何，其外观拟人化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会降低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因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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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入服务机器人时，不能盲目追求外观的逼真。外观拟人化程度过高的机器人会使消费者感

受到担忧和恐惧，降低消费者的使用意愿。

其次，本研究发现消费者所处的社会阶层会调节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与其使用意

愿之间的关系，即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于外观拟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更

高，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于外观拟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更高。企业应该以

消费者为导向，通过识别自身定位和消费者类型，选择与消费者偏好相匹配的拟人化服务机器

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提高消费者对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并在提高服务效率的同时提高

服务质量，避免引入机器人后被弃用，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

最后，社会阶层对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和消费者使用意愿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知

智能这一中介作用实现的，即随着服务机器人外观拟人化程度的提高，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

服务机器人的感知智能逐渐降低，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服务机器人的感知智能逐渐提高，进

而影响其使用意愿。因此，企业应对服务机器人的外观设计及其对不同类型消费者感知智能的

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建立与服务机器人的设计和应用相适应的管理机制，使各个阶层的消费

者在与服务机器人交互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机器人具备提供良好服务的能力，又不会产生过

高的不安全感和威胁感。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如何减少人机交互过程中由于恐怖谷效应产生的

消极影响，指导企业优化服务设计，从而更有效地为不同类型消费者提供舒适、愉快的服务体

验，最大化应用服务机器人的积极效果。

（四）局限性

与其他相关研究类似，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情境模拟法展开实

验设计，虽然提供了相关图片以帮助消费者设想相应的服务情境，但却无法展示现实服务情境

中使用拟人化机器人的场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实验情境与实际场景的偏差。为此，未来的研

究可以在应用服务机器人的企业中进行田野实验，以便在现实服务场景下进一步验证拟人化

服务机器人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而且，未来研究还可以超越外观的拟人化，从声音、动作等多

方面的拟人化进行深入探讨，以便验证和揭示服务机器人的各种拟人化要素对消费者行为的

影响。

其次，本研究探究了高社会阶层和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对外观拟人化程度不同的服务机

器人的使用意愿的影响，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虽然前人的研究也倾向于将社会阶层分为高

层和低层两类（Belmi和Laurin，2016），但这种分类实际上忽略了中间人群的独特性——中产

阶层拥有舒适的资源和较高的收入(Olson等，2016)，在行为上也会与其他阶层有所区别

（Yan等，2021）。因此，中产阶层消费者对于拟人化服务机器人的使用意愿是否会与高社会阶

层和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有所不同，仍需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研究只采用了操纵社会阶层

的实验方法，未来可以使用测量社会阶层的实验方法进行检验，还可以深入探讨其他消费者特

征因素对拟人化机器人应用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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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anthropomorphism of robo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consumer trust
and increasing customer-firm closeness.  Thus,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firms  have  introduced  anthropomorphic  service  robots.  However,
anthropomorphic robots may lead to negative emotions in consumers, such as uneasy, unnerved, even
creeped out. Despite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anthropomorphic appearance of
robots on consum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scholars  have not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how
different anthropomorphic appearance of robots affects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use them. In addition,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not clear yet,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ncanny Valle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 this
paper develops a mediated moderating model, examines how the anthropomorphic appearance of service
robots affects consumer usage inten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varying impacts of service robot
anthropomorphism on consumer behavior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we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anthropomorphism of service robot appearance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consumer usage intention. Moreover, the social class of consumer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anthropomorphism and usage intention, and this moderating effect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perceived intelligence of service robots. Specifically, consumers from the lower social class
perceive higher intelligence for service robots with a lower degree of anthropomorphism, which
increases their usage intention; in contrast, consumers from higher social class perceive higher
intelligence for service robot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anthropomorphism, which also increases their
usage intention. This study includes three different service situations of shopping malls, hotels and
restaurants, and excludes the confounding effect of robot gender, consumer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novelty perception, which has high internal validity and external validity.

This paper provides sever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irst of all, by
discussing how the anthropomorphic appearance of service robots affects consumer usage inten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anthropomorphism and causes enterprise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thropomorphic appearance of service robots.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driving role of perceived
intelligence in the impact of anthropomorphic appearance on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use
comprehensively, and reconcil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Thirdly, by adding social class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t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tion of consumers of varying social
classes to use humanized service robots, which fills some gaps in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Uncanny Valley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provides effective guidance for firms on how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consumers, and how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ervice robot application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ervice robot appl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ervice delivery.

Key words: service robots; anthropomorphism; usage intention; perceived intelligence; social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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